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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本文旨在通过文本剖析，厘清20世纪上半叶知识

界对中国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以深化对中国

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本体的理解，并提示这一议题

在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构建方面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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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问题牵涉甚广而又至关重要，长期议而不决。特定学术语境中

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考古学和金石学既存在亲缘关系，又有差异。同时，在中国考古学创建的具体

实践中，已有学人立足于研究方法与学科发展，强调考古学的独立性，而与金石学立异。关于考古

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结果，是不同情境下中国考古学本体论的表达形式。而对这一认知过程的爬

梳与分析，则构成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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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is really critical to this field and has been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The mainstream view of history in a specific academic context not only holds that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are related, but also recogn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reation, some scholars, based on research methods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emphas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archaeology, for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epigraphy. The 

cognitive resul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epigraphy is the expression form of Chinese 

archaeology ontolog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analysis of this cognitive process constitutes a path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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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学术界历来存在着

截然不同的观点，聚讼纷纭，并在20世纪90年代至21

世纪初形成讨论高潮[1]。对于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

讨论，可远溯至中国考古学肇始时期——20世纪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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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认知史：讨论考古学与金石学 

关系的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发展逾90年[2]，

作为20世纪发展最迅猛的一门学科，中国考古学经

过“黄金时期”[3]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后，考古学理论

与考古学史研究则远远落后，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称

之为“超前式发展”[4]。相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

古学对学科本体的研究略显乏力不济，正如张光直

所言：“‘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

没有什么地位。”[5]这种有术而乏道的现象似乎在中

国各学科中并不鲜见，但学科的发展必定要经过对

自身的“突围”——学科理论的构建、解构与再构

建。这种“突围”的前提是学科史研究，即对学科

发展过程与理论的充分揭示，使中国考古学在清晰

的学术坐标中以更加自觉的姿态走向未来[6]。

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由于学科理论的外来

性、学科产生背景的特殊性、长期的旧学传统、研

究对象与史学的部分重叠，中国考古学史附丽有更

大的张力，只有中国传统学术背景才能孕育中国考

古学，也只有重返中国传统学术语境才能理解中国

考古学。李济为《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开篇直

言：“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

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7]问题的症结恰恰又在

于此，当今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断裂甚至对

立[8]。毋庸置疑，由于研究对象的相近，传统金石学

与中国考古学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的

关联性在中国考古学史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中应如何

建立，无疑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换言之，在中国考

古学史的叙述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的深刻描述，在

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的恰当定

位，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缺乏对金石学传统的充

分吸纳。

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史，既是窥探与理

解中国考古学史的关键议题，亦可能成为中国考古

学反思与革新的源泉。一方面，金石学是中国传统

学术的固有概念，将其与考古学并置考量是中国学

术语境的必然议题，便于从中国学术的立场展开思

考。另一方面，考古学史不止于技术史、发现史和

研究史，还包括潜在更为深刻的层面——思想史[9]，

这为考古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折衷新旧：20世纪上半叶知识界的

主流认识

20世纪首篇专述中国考古学史的文章为梁启

超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原为1926年梁

启超为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来访而做的演讲。梁

启超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始

自北宋，印刷术与拓印术对于“考古学”的发展大

有助力。但是，自南宋中叶降至元明两代，学风丕

变，学者趋重玄谈，“考古学”式微，直至乾隆中

期以后才有“很猛烈的进步”。梁启超所言“考古

学”实为 “考古之学”，即研究古物之学问，以致

全篇皆以“考古学”代称金石学。如此，近代考古

学自然为金石学发展的产物，只是未经充分发展。

梁启超文中所言当世“考古学家”——罗振玉、王

国维及马衡，也大抵是以旧学见长的学者，兼又引

入出土材料治学。

同时，梁启超敏锐察觉到“中国考古学”的新

旧变数：“虽然所用的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

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不过据我看

来，考古学还是很幼稚。”[10]此外，梁启超还指出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发掘和方法进步。

第一个方向是“发掘”，尤其强调中国学者自己发

掘，但并未强调发掘方法的科学性，意在“将来所

得的古物一定比今日还多几十百倍”[11]。第二个方

向是“方法进步”，一方面为“旧方法的改良”，

不光通过器物上花纹与文字断代，希望能在器物质

料、形状及色泽上寻出标准，以遽定年代，这恰与

考古类型学有些许暗合。这种巧妙的暗合似乎代表

着近代学人对金石学变革的远瞻。另一方面为“新

方法的引用”，即援求西方地质学与人类学。

“梁启超作为学界领袖，他对考古学的这些认

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考古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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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水平。”[12]并对此后考古学史著述产生了深刻

影响，在卫聚贤、阎文儒的论述中均可窥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科学考古学

得以生长的载体，“史语所”领导人傅斯年是取得

这一切成就的决定性人物。[13]因而，傅斯年对考古

学与金石学关系的看法尤显重要。傅斯年在1929年

所做讲演《考古学的新方法》透露出其对这一问题

的思考。

1928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

趣》一文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这一著名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他

对考古学的定位正是基于这一史学思想。“考古学

是史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因其

与自然界有关……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独异

的部分。”[14]考古学的效用正是为史学提供史料，

傅斯年甚至认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能作为可

靠的史料。这样我们便可理解，《历史语言研究所

工作之旨趣》为何将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

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皆归属于历史范畴。

傅斯年将“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定于宋代，

指出“考古学”的古今之异。“我国自宋以来，

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利用到历史上

去。”[15]利用考古学研究古史，是在疑古思潮背景

下涌现的新考古学，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新旧之分。

同时，傅斯年又提出了考古学的中外之别，“中国

人考古的旧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

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国人以世

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

个文化意义”[16]。傅斯年对考古学古今中外分野的

辨识实属不易，其时中国考古学恰逢古今中外的交

汇点，中外之别相对清晰，但古今之别直至今日仍

显暧昧。

1929年，蔡元培在《安阳考古报告（第一期）》

序言中开宗明义：“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

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

录学，都有很大的供献。”[17]在蔡元培眼中考古学并

非纯粹的舶来学科，并提醒当下考古学研究者不可忽

视“古代文字器物学”的传统与成就。

蔡元培指出：“近几百年中，世界为自然科

学的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

尽适合现代的要求。”[18]要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

需扩充其科学凭借。而安阳殷墟的发掘，正表明中

国考古学的方向性转变。不囿于一隅的文字或器物

考订，而关注殷墟的整体面貌，为解决其他问题张

本。重视实物证据，由实物产生问题，因问题求证

实物，更趋近科学。

首先对中国考古学进行系统总结而著史的是卫

聚贤，1933年出版《中国考古小史》，后因小史略

古详今，故1937年又编著《中国考古学史》。《中

国考古小史》将中国考古学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春

秋战国为宝贵期、汉至唐为祥瑞期（除梁）、宋

至近代为研究期（除元、明）、现在为发掘期。

《中国考古学史》先述“周至唐的古物与政治的关

系”，继述“东周至唐的考古学者”“宋至明的考

古”“清至现在的考古”。由此而知，卫聚贤眼中

的中国考古学从春秋延续至今，春秋以降对古物的

搜集、宋代以降的金石学、清代以降的古器物学和

近代中国考古学一脉相承，亦即金石学为中国考古

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环。

卫聚贤又明确地把考古学与金石学区分开来，

“前人研究古物，可说是一种‘金石学’，或‘古

器物学’。现代的考古，即西人所谓‘锄头考古

学’，注重在发掘”[19]。《中国考古学史》续《中

国考古小史》而出，书名以“考古学”取代了五年

前的“考古”一词。《中国考古学史》绪论中言明

其中差别：“懂的古物也可叫做考古，不能目为考

古学，因考古所以成学，是要亲自发掘，以观其在

地内保存的情形，并与其他物共存的关系，都要详

为记录，并绘图照像。”[20]二者的差别在于：对古

物的寻访与研究为“考古”，对遗址的科学发掘为

“考古学”。以此反观《中国考古小史》可知：考

古包括金石学、考古学，金石学发展为考古学。但

在《中国考古学史》中，除绪论中区分“考古”与

“考古学”，其余则含糊混同，一概以“考古”一

词统而称之，所以《中国考古学史》实为“中国考

古史”。若卫聚贤眼中“考古”包括“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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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国考古学史》在内容上逻辑可通，但书名与

内容确有“名不副实”之嫌。

阎文儒所著《中国考古学史》，成书于40年

代[21]，其叙事框架基本承续于卫聚贤，亦由春秋述

起，讫至20世纪上半叶。“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

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我们考古学史的范

围，既不限于旧日的金石学，也不限于近百年来的

发掘报告，历代对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和重视、收

搜和保护，也都应列入考古学史的范围以内。”[22]

阎文儒以研究对象来界定考古学，可知阎文儒的

“考古学”与卫聚贤的“考古”同义，所以金石学

与近代中国考古学同属“考古学”，金石学与近代

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对于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向，阎文儒虽未

专门讨论，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考古学”

章节中有所涉及。阎文儒认为，安特生、桑志华及

鸟居龙藏等人的考古与研究活动，将西方考古学知

识传入中国，因而刺激了中国从宋代沿袭而来的金

石学、古器物学的发展，罗振玉、王国维在传统金

石学基础上引入西方考古学研究方法，李济则在西

方考古学基础上“配合”传统金石学。

三、隔膜与标新：学术情境中的认知差异

上文胪陈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傅斯年、蔡

元培、卫聚贤和阎文儒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论

述，有其认识共性。其一，强调发掘是区别传统金

石学与近代考古学的标准，亲自发掘被视作考古学

的时代特征。其二，重视实物证据，尤其是在上古

史研究领域，对实物资料的倚重代替了文献考释，

考古学成为扩充史料的重要途径。其三，突出整体

研究，有别于金石学对器物或文字的孤立考释，考

古学是对遗址整体面貌的揭示。其四，对于“考古

学”与“金石学”的概念虽有区分，但这种概念辨

识并非清晰而深刻的，在具体叙述中时有混同。其

五，将考古学与金石学作为整体对待，强调其中的

关联性，认为二者间存在承续发展关系。梁启超为

学界耆老，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是

“史语所”的实际掌舵者，卫聚贤所撰《中国考古

学史》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虽不高，但屡次再版，流

传颇广。他们的认识实际上代表着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时代认知共性，可扼要归结为：一方面认为考古

学和金石学之间存在继承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觉

察到考古学与金石学存在显著时代差异。

梁启超、傅斯年及蔡元培等学人对考古学与

金石学关系的认识，源于特定学术情境。这种复杂

多元的学术情境，至少包含相互交织的四重线索。

其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疑古运动”影响甚巨，由文献钩玄拼合而成的古

史体系轰然崩塌，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数次坦

言，重建古史需日后由中国考古学担纲。其二，西

方学人在华考古，客观上推动了考古学在知识界的

传播，更重要的是基于考古发现而提出的“中国文

化西来说”，强化了国人古史重建的迫切性。其

三，清季以来，随着“创新史学”的诉求与努力，

留学生译介西方考古学知识[23]，并对新史学产生了

一定影响[24]。其四，殷墟甲骨、居延汉简等文献材

料的出土，将金石学研究再次推向高峰，一定程度

上“证明”这一传统学问在面对新出土材料和新研

究对象时，其研究路径仍具有效性。因而，考古学

成为新锐学人眼中革新史学、拓宽视野、重建古史

所必须倚助的学科。无须讳言，梁启超、傅斯年等

学人对考古学具体知识的了解是碎片化的，遑论科

学考古实践，其言论更多是基于当时学术目的、已

有知识体系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的构想与远瞻。

值得关注的是李济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

认识嬗变。李济在1930年指出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

别，唯论述中有含糊之处，1931年转而认为考古学

是金石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观点与梁启超、傅斯

年等学人看法相似，属于当时的主流认识。1934年

李济一改先前看法，强调中国考古学源于西方，开

启了20世纪下半叶主流认识的先声[25]。

李济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知转变颇值得

思考，蕴意深刻。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不同，李

济负笈哈佛期间修习过“希腊考古学”“埃及考古”

等课程[26]，是殷墟发掘的实际领导者，熟稔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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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这在其类型学、地层学实践中可见一斑[27]。 

如 果 说梁启超、傅斯年等学人是史学界对考古学

的倡导者，李济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开创者，

因而李济更关注考古学与金石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

异。就研究对象而言，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

问，已为史学界的共识，尤其是在“疑古运动”的

刺激和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倡导下。在近代考古学出

现之前，金石学是唯一研究过去遗物的专门学问[28]。 

就研究目的而言，中国考古学产生伊始便具有明显

的史学倾向[29]，李济亦以古史重建为己任，甚至主

张考古学的责任便是搜集与整理历史材料供史家采

用[30]。就研究方法而论，考古学与金石学致知取径

各异，这种方法论上的分野，在中国考古学蹒跚学

步时，传统学人确难把握。二重证据法仍不脱由文

献到文献的研究路数，只是援用出土文献，传统学

者虽有由书斋到田野的尝试，但缺乏有效的田野发

掘技术与科学理念，终究无法将纯粹的出土器物纳

入述史畛域。其时，正值中国考古学葳蕤发生之

际，姑且不论一般大众的态度[31]，知识界对考古学

尚存隔膜，在多重学术背景的交织中，史界学人对

创建中国考古学多有构想与远瞻，其中的隔义附会

无可厚非，而在创建中国考古学具体实践中的李

济，则从学科方法论立场上揭橥考古学与金石学的

区别，为科学考古学之发展开辟道路。

综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个时代都在各

自的学术情境中努力描摹考古学的面貌，对考古学

与金石学关系的辨识，本质上也是对中国考古学的

理解。对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讨论，伴随中国考

古学产生与发展，直至今日仍屡获新意[32]，而对二

者关系认知历程的考察，则构成认知史或思想史视

阈下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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